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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地可达性和居民福祉关系研究综述

屠星月１，２，黄甘霖１，２，∗，邬建国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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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绿地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生态系统服务，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居民身心健康，因此对居民人类福祉和城

市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对国内外围绕绿地可达性及其与居民福祉的关系开展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总结了绿地可达

性的常用计算方法，梳理了绿地可达性与居民使用绿地、居民健康以及居民社会经济水平的关系研究，归纳了绿地供给和居民

需求评价研究。 通过综述发现，绿地可达性估算的主要方法包括行政或统计单元计算法、最小邻近距离法、服务区法和引力模

型法；绿地可达性对居民健康的正面影响已得到广泛证实；但是在多数城市中绿地在空间上（尤其是城区－郊区梯度上）的分布

都存在较大差异；一些研究发现社会经济水平低的居民绿地可达性更低，但这种关系在其他地区不一定成立。 对未来的绿地可

达性相关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包括：更全面地量化绿地内部生物多样性、景观格局等特征，并分析其对居民福祉的影响；对公

园以外其他类型的绿地与健康以外的人类福祉的关系进行更广泛的探讨，并在不同地区开展实证研究，以便对比不同社会经济

文化背景下，绿地与居民福祉关系的差异；进一步开展基于多时相绿地格局和人群队列的纵向研究，探讨绿地与居民福祉的动

态关系，以及社会经济过程对其的影响，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城市规划和管理。
关键词：城市绿地；可达性；人类福祉；空间格局；居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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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地是指以自然植被和人工植被为主要存在形态的城市用地。 其中包含了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用

于绿化的土地，以及城市建设用地之外，对城市生态、景观和居民休闲生活具有积极作用、绿化环境较好的区

域［１］。 城市绿地提供了丰富的生态系统服务，包括调节局地气候［２⁃３］，减少噪音和空气污染［４⁃６］，以及节约能

源［７］。 同时，城市绿地还为居民提供了健身锻炼、聚会交流、休闲游憩等休闲服务，对改善居民健康，维持良

好社会关系，提高生活质量，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８⁃９］，对提升居民福祉和提高城市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

义［１０⁃１４］。 国内外学者已对城市绿地的生态环境效应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此类研究探讨了绿地对城市生物多

样性、生态系统结构以及城市环境条件的影响［１５⁃１７］。 而围绕绿地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即绿地对满足人类需求，
提升居民健康、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贡献开展的研究还较少［１８⁃１９］。 从城市生态学，可持续科学的角度，更深

入的探讨绿地景观格局与居民福祉的关系，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的理解城市绿地对城市居民福祉以及城市可

持续性的贡献，为城市规划建设提供依据，因此有必要对此类研究进行梳理和展望。 而居民对绿地的可达性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绿地对居民福祉的影响，是连接绿地与居民福祉的重要桥梁。
本文以城市绿地可达性为桥梁，讨论绿地可达性所表征的绿地景观格局如何影响居民使用绿地和居民健

康，并梳理绿地可达性与居民需求以及社会经济水平的关系，为城市居民福祉和城市可持续研究提供参考

（图 １）。 本文内容主要包括以下 ４ 个方面：１）城市绿地可达性的计算方法和空间分布；２）绿地的特征和可达

性对居民使用绿地以及居民健康的影响；３）绿地的空间分布及其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水平的关系；和 ４）基
于城市绿地的供给和居民需求，对绿地满足城市规划要求或居民需求开展的评价。

１　 城市绿地可达性的计算方法

城市绿地的可达性是指居民前往绿地的难易程度［２０］。 多数研究基于居民居住地与绿地之间的距离或行

程时间评估绿地可达性［２１］。 在此基础上，有研究将可达性的涵义进行扩展，除距离和行程时间以外，还考虑

绿地面积、绿地质量、交通成本、人口密度等其他因素［２２⁃２７］。 除了对客观因素进行评价之外，还有研究分析了

居民主观认知的绿地可达性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如果居民认为某个公园较为安全，或园内其他访客与

自己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那么居民会主观地认为该公园的可达性较高；收入较高的居民，以及经常步行或骑

车前往公园的居民主观认知的公园可达性也更高［２８］。
１．１　 绿地可达性的计算方法

度量绿地可达性的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四种（表 １）：行政或统计单元计算法、最小邻近距离法、服务区法和

引力模型法。 行政或统计单元计算法，是对每一个行政单元，如区、县、街道等，或统计调查单元，如美国的普

查统计单元（Ｃｅｎｓｕｓ ｔｒａｃｋ）等，计算该单元内的绿地面积或绿地数量等指标。 该方法简单易行，并且可以直接

与统计调查或普查的社会经济数据结合，常用于以行政区或普查单元为分析单元，对比评价国家、区域、城市、
区县等尺度的绿地可达性以及绿地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水平的关系［２９⁃３０］。 在实际情况中，行政边界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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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城市绿地与居民福祉的关系框架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图中列举了绿地可达性、绿地景观格局、绿地使用和居民福祉的主要研究内容。 箭头指示了四者的关系，虚线表示了绿地可达性连接绿地

与居民福祉的桥梁作用

会阻碍居民前往绿地，居民常常会访问其他行政单元中的绿地。 因此该方法并不能很好地模拟居民访问绿地

的实际情况。 但是，由于简单易行，该方法依然被广泛用于评价绿地供给和绿地可达性。

表 １　 绿地可达性的常用估算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ｊ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ｃ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方法名称
Ｍｅｔｈｏｄ

可达性度量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优点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缺点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应用领域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行政或分析单元计算法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
ｃｅｎｓｕｓ ｕｎｉｔ

居住地所在行政单元（普
查统计单元）内的绿地面
积或数量

简单易行，可直接与统计
或普查所得的社会经济
数据耦合

无法准确模拟实际情况
对比评价国家、区域、城市、
区县等尺度的绿地可达性
分布

最小邻近距离法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ＵＧＳ

居住地到最近的绿地的
直线距离

容易计算，仅需居民区和
绿地的空间位置数据

小于居民到达绿地的实
际距离

分析绿地可达性与居民身
体锻炼水平及居民健康的
关系

居住地到绿地间的最小
累计阻力

考虑了不同土地利用类
型的阻碍作用

需获得土地利用数据，及
其阻力系数

居住地到绿地的最短路
径距离或时间（路网分析
法）

最接近居民与绿地的实
际距离

需获得路网数据，计算
量大

服务区法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ｒｅａ

居住地在一定距离或时
间内能够到达的绿地面
积或数量

在距离的基础上，考虑绿
地的面积和数量

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距
离或时间的阈值不同

绿地可达性空间分布制图

引力模型法
Ｇｒａｖ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结合绿地吸引力、居民需
求以及居住地到达绿地
的阻力（距离或时间）计
算绿地服务区

加入了对绿地吸引力和
居民需求的考虑

需基于多种数据估算绿
地吸引力和居民需求等
主观因素

绿地潜在服务范围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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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邻近距离法，是以居住地到最邻近绿地的距离或行程时间作为可达性的度量。 该方法常用于分析绿

地可达性与居民身体锻炼水平及居民健康的关系［３１⁃３２］。 依据对距离的估算方法，可分为直线距离法、累计阻

力法和路网分析法。 直线距离法将居住地与绿地的直线距离（欧氏距离）作为二者之间的距离［３３⁃３４］。 累计阻

力法首先假设城市中的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居民前往绿地具有不同程度的阻碍作用，确定各土地利用类型的

阻力系数，然后搜索居民前往公园累计阻力最小的路径，将该路径的累计阻力作为居住地与绿地之间的距

离［２０，３５］；路网分析法，是在道路网络拓扑地图的基础上，利用网络分析法，计算居住地到达绿地的最短步行、
公交或驾车距离［２１］。 三种距离估算方法中，直线距离法最为简单易行，仅需居民区和绿地空间位置即可计

算，但所得距离通常小于实际情况中居民前往绿地的距离；累计阻力法在空间位置的基础上，考虑了城市景观

的空间异质性，但需要结合土地利用数据进行计算，且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阻力系数需要依据当地社会经济

情况确定，因此计算结果具有一定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路网分析法需要使用详细的路网数据，计算量大，实现

难度较大，因此在研究中的应用不多，但是其所得结果更接近居民前往绿地的实际距离，模拟效果较好［３６］。
在数据资源和计算能力允许的前提下，选择该方法会更好。

服务区法，是以居民所在居住地在一定时间或距离内能够到达的绿地面积或数量来衡量绿地可达性。 通

常以绿地为中心生成一定大小的区域，即绿地的服务区，认为该区域内的居民能够在一定距离或时间内到达

该绿地。 或者，以居住地为中心生成一定大小的区域，认为居民能够在一定时间或距离内到达该区域内的所

有绿地。 不同的距离估算方法生成的服务区也不同。 其中，缓冲区方法较为常见，该方法以绿地或居民区为

中心生成圆形服务区，即该区域内所有点到达中心的直线距离小于圆形半径；也有研究是基于道路网络使用

网络分析法生成服务区，即该区域内所有点与中心的最短路径距离小于设定的值［３７⁃３９］。 服务区法在距离的

基础上，还可以考虑可达绿地的面积和数量，能够更全面地反映绿地可达性，常用于绿地可达性空间分布制

图。 但该方法的计算结果受到研究中设定的可达绿地的距离或时间阈值所影响，该阈值需依据当地社会经济

水平及居民偏好进行设定，不同研究所设定的阈值往往不同，因此难以进行对比。
引力模型法，源自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假设居民访问绿地的意愿或概率与绿地的吸引力，以及居民的需求

正相关，与居住地到绿地之间的阻力（通常为距离）负相关［４０］。 该模型的基础表达形式见式 １），其中距离衰

减函数 ｆ（ｄｉｊ） 通常是幂函数形式［３１］，也有研究使用了负指数函数和高斯函数的形式［４１］。 该方法在绿地距离

和数量的基础上，还考虑了绿地吸引力和居民需求等影响绿地访问的因素，更有助于评估居民访问绿地的行

为。 引力模型法已广泛应用于估算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或资源的潜在服务范围制图［４２⁃４３］。

Ｚ ｉｊ ＝
Ｓ ｊ

ｆ（ｄｉｊ）
（１）

式中，Ｚ ｉｊ为绿地 ｊ 对居住地 ｉ 的服务潜力，Ｓ ｊ为绿地 ｊ 的吸引力，ｄｉｊ为绿地 ｊ 与居住地 ｉ 之间的阻力（通常为距

离）， ｆ（ｄｉｊ） 为距离衰减函数。
１．２　 绿地可达性计算中的数据来源

绿地可达性估算所需的数据主要包括绿地分布数据和居民信息。 绿地分布数据来源一般有两类，一类是

由相关主管部门提供的城市绿地数据，除位置和边界外，通常还包括绿地中的植被类型和配备的公共设施等

详细信息［２１，４４］。 另一类则是通过解译遥感影像获得绿地的空间分布数据［３８，４５］。
居民的相关数据来源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人口普查数据［２１，３７，４６］。 该类数据的优点是内容丰富、数据连

续性和可比性较好，缺点是数据的统计单元面积较大，难以表达小尺度上的空间异质性。 为了获得更细尺度

的居民信息，有研究发展了分区密度制图的方法（Ｄａｓｙｍｅｔｒｉｃ ｍａｐｐｉｎｇ），通过分析单元的空间叠置，将人口普

查数据细化到居住区，在利用了人口普查丰富数据的同时提高了数据的空间分辨率［４７⁃４８］。 第二类是通过问

卷调查获得居民信息［３９， ４４， ４９］。 问卷调查的优点是可以按照研究需求设计问卷问题和采样方法，不受已有数

据在内容和统计单元上的限制，缺点是成本较高，且不同研究之间的可比性较差［５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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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绿地可达性对居民使用绿地和居民健康的影响

研究表明，绿地能够为居民提供锻炼身体的场所，促进居民的身体健康，减少死亡率和慢性病发病

率［５３⁃５４］。 大量研究表明居住地的绿地可达性与居民进行身体锻炼的频率相关［１９， ５５⁃５７］。 例如，居民的锻炼水

平与居住地附近的绿地总面积［５８⁃５９］、绿地数量［６０］，以及最邻近绿地的面积［３１，６１］正相关，与居住地到最邻近绿

地的距离［３１⁃３２，６２］负相关；绿地中的锻炼设施，如健步道、健身器材、儿童游乐设施等有助于提高居民使用绿地

的频率［６１］。
不少学者对绿地可达性与居民健康的关系进行了验证。 研究发现，居民自评的总体健康状况与居住地附

近的绿地面积比例正相关［５９］，与居住地到最邻近公园的距离负相关［６３］。 绿地与居民肥胖和超重水平的关系

（通常使用身体质量指数即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ＢＭＩ）表征，ＢＭＩ 高于特定数值为肥胖或超重）的研究发现，居住

地附近的公园数量与女性的 ＢＭＩ 负相关［６０］；表征居住地植被覆盖度和植被生长状况的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与居民的 ＢＭＩ 负相关［６４］；居住社区内可供人行走的非观赏性

绿地对延长老年人寿命具有显著贡献［４９］。
另外，绿地不仅与居民的身体健康相关，还对居民的心理福祉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６５］。 研究发现，居民

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居住地附近的绿地面积［６６］、居民在绿地中停留的时间［６７］ 以及居民使用绿地的频率正相

关［６８］。 有学者针对绿地的可达性和特征以及绿地中的自然体验对各类正面及负面情绪的作用进行了研究。
研究发现，居住地的绿地可达性［６９］和生物多样性［７０］ 能够促进居民放松心情；城市居民在绿地中接触自然或

独处有助于减少压力，放松紧张情绪［７１⁃７４］。

３　 绿地可达性空间分布及其与居民社会经济水平的关系

３．１　 绿地可达性的空间分布

由于对居民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绿地被广泛认为是重要的公共资源和环境优质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ｏｄｓ）。 但大量研究显示，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绿地可达性存在较大差异。
绿地可达性空间分布的相关研究发现，绿地可达性在城市的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在城区⁃

郊区梯度上。 例如，研究发现，美国巴尔的摩市（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ｃｉｔｙ）城郊较富有的居民享有的 ４００ ｍ 步行距离内

可达的人均公园面积比城市中心较贫穷的居民更大［７５］。 有研究指出，美国洛杉矶市发行的公园发展债券，更
倾向于在新发展的城郊建立公园［１０］。 也有不少案例研究发现城区的公园可达性优于郊区。 例如，有学者对

上海市的公共绿地可达性进行评价，将绿地按照面积大小分为三类，对每一类公园划定可达的距离阈值分别

计算可达性，并结合专家打分的公园质量对上海市公共绿地可达性进行评价，发现城区的公共绿地可达性高

于城郊，学者指出这可能是由于城市的绿地规划对城郊的忽视，以及政府规定的城区和城郊绿地可达性最低

标准不同所造成的［７６］；沈阳市的公园可达性分布研究也发现，城区能够在 １５ 分钟内到达公园的人口比例高

于城郊［７７］。 北京市的研究发现，能够 １ 千米内到达公园的居民区面积比例从城市中心向城市外围递减［３６］。
３．２　 绿地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水平的关系

绿地分布不均的现象不仅体现在空间分布上，还体现在享有绿地的居民社会经济水平上。 从环境公平和

正义（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 ／ ｊｕｓｔｉｃｅ）的角度出发，研究者比较了不同种族、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阶层的居民，在
绿地可达性上的差异。 不少研究表明，少数族裔和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处于弱势的居民，所享有的绿地通常

更少［１０，２９，５２，７８⁃８０］。 例如美国亚特兰大市（Ａｔｌａｎｔａ）的一项研究表明，黑人居民较多或社会经济状况较差（收入、
家庭经济状况、教育程度、就业状况等）的社区，绿地可达性较低［２６］。 英国中部的雷彻斯特市（Ｌｅｉｃｅｓｔｅｒ）的绿

地资源丰富，几乎达到英国专家委员会推荐标准的两倍，但是居民中印度人、印度教人和锡克教人（ Ｉｎｄｉａｎ，
Ｈｉｎｄｕ ａｎｄ Ｓｉｋｈ ｇｒｏｕｐｓ）的绿地可达性仍显著低于其他居民［２１］。 我国学者在广州中心城区的研究也发现，居
民本地化水平和社会经济水平越高，实际享有的绿地越多［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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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上发现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研究中并不一定总是成立。 例如， 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市

（Ｇｌａｓｇｏｗ） ［８１］、美国布里奇波特市（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ｒｔ） ［８２］、和罗克福德市（Ｒｏｃｋｆｏｒｄ）等地［８３］的研究发现城市公园可达

性与居民的社会经济水平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而伊朗德黑兰市（Ｔｅｈｒａｎ）的研究发现社会经济水平低

的居民，其公园可达性更高［３４］。 我国的相关研究也呈现了多样的结果，例如，北京市城六区的研究中发现街

道的居民社会经济水平对城市公园可达性的方差解释率（Ｒ２）小于 ８％，即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实质上的相关

性［３６］。 杭州市市中心 ４２ 个高人口密度街道的研究表明，不同社会经济水平居民的绿地可达性不存在显著差

异［８４］。 上海市中心城区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水平低的弱势群体公园可达性更高［８５⁃８６］。 各地区研究呈现的

多样化结果，可能是由各地区多样的城市发展过程、历史和规划实践等因素的不同而造成的。 例如，我国的城

市规划和绿地建设，多由政府决策部门主导，依据城市生态及社会需求“自上而下”地确立和执行［３６］，并且居

民区之间的隔离度（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相比于西方国家城市较低。 同时，绿地和公园的来源多样，既有城市规划建

设的成果，也有大量历史遗留的园林［８４］。 这使得绿地格局和可达性的分布格局更加复杂，而并不仅仅呈现出

简单的“富人享有更多绿地资源”的格局和结论。 在一些西方城市，绿地与居民的关系也同样受到了历史过

程的影响，表现出复杂的关系［７５］。 因此，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社会经济过程，以及城市管理规划策略如何影响

各社会经济阶层居民的绿地可达性是该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绿地可达性指标和计算方法的差异也会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 例如，有研究发现，居民社会经济水

平与可达公园的数量负相关，与可达公园的面积正相关。 而在将社区安全等影响公园使用的因素纳入公园可

达性计算中后，社会经济水平与可达的公园数量及面积都呈正相关［８７］。 另有研究发现，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

济水平的关系还受到绿地类型的影响，不同类型公园的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水平的关系也不同［８８⁃８９］。 所

以，在探讨不同研究或不同地区所得结果的差异时，还应当考虑可达性指标和计算方法对结果的影响。

４　 城市绿地供给与居民需求的评价

通过合理的城市规划和绿地建设，使绿地能够均等地服务于各个社会阶层的居民，满足居民的需求，是城

市绿地可达性研究的重要意义所在。 为了在城市中保留人们接触和享受自然的机会，研究者、政府和各种环

保组织都试图设定绿地供给的“最低标准”（表 ２）。 绿地供给标准的设定与城市规模、绿地资源以及社会经

济背景有密切关系，不同地区及组织所设定的标准差异很大。 例如，欧洲环境局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将 １５ 分钟内能够到达绿地作为欧洲城市环境质量评价的标准之一［９０］；为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延长居

民寿命，美国的国家娱乐及公园协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ＮＲＰＡ）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１０－Ｍｉｎｕｔｅ Ｗａｌｋ 项目来保证居民能够在 １０ 分钟内到达公园［９１］；为了保证居民体验自然的机会，提高居民生

活质量，英国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ｌａｎｄ 组织建议所有居民应当能够在 ３００ 米内到达面积不小于 ２ 公顷的绿地［９２］。
我国的国家园林城市评审标准规定，城市各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 ５ 平方米［９３］。 北京市的绿地系统

规划文件，综合考虑可持续发展和宜居城市的要求，将人均绿地 ４０—４５ 平方米以及人均公共绿地 １５—１８ 平

方米设定为 ２０２０ 年之前的绿地建设目标［９４］。 上海市绿化市容“十三五”规划将人均公园绿地 １０ 平方米设定

为 ２０２０ 年前的城市绿化建设目标［９５］。 还有研究指出，当考虑绿地供给时，需要考虑不同类型绿地服务半径

的差别［３７］，不同类型的绿地不能完全相互替代。 例如，森林公园不能弥补社区公园的缺乏［９６］。 英国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ｌａｎｄ 组织为不同规模的绿地规定了不同的服务半径（表 ２）。
研究者通过估算城市绿地供给和居民需求的分布来识别城市绿地供给不足的地区，为未来的城市绿地规

划和管理提供依据。 此类研究主要基于居民到绿地的可达性估算绿地的供给水平。 除此之外，也有研究基于

绿地的自然属性、历史文化特点、活动空间规模、安静程度和设施水平评估绿地对居民的吸引力［４５，９７］，从而更

加全面的评估绿地供给。
居民对绿地的需求，通常通过人口数量或密度进行评估［３３，９８⁃９９］。 有研究通过“拥挤指标”耦合绿地的供

给和需求，估算在特定情境下的绿地拥挤程度。 “拥挤指标”的范例包括，当居民都使用可以在五分钟内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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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绿地时人均享有的绿地面积［２７］，或者居民都使用离家最近的绿地时人均享有的绿地面积［７５］。 除此之外，
一些研究还结合居民的年龄、性别、收入、生活方式及偏好等方面来评估居民对绿地的需求［４６，９７］。

表 ２　 各地区绿地供给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ｃ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来源及标准涵义
Ｓｏｕｒｃｅ

地区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绿地供给标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ｃ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欧洲环境局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城市环境评价） 欧洲 １５ ｍｉｎ 内能够到达绿地

美国国家娱乐及公园协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ＮＲＰＡ）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居民寿命） 美国 １０ ｍｉｎ 内到达公园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ｌａｎｄ（保证居民体验自然的机会，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英国 ３００ ｍ 内有不小于 ２ ｈｍ２的绿色基础设施

２ ｋｍ 内有不小于 ２０ ｈｍ２的绿色基础设施

５ ｋｍ 内有不小于 １００ ｈｍ２的绿色基础设施

１０ ｋｍ 内有不小于 ５００ ｈｍ２的绿色基础设施

中国国家园林城市标准（城市绿化综合评价） 中国 公园绿地 ５ｍ２ ／ 人
北京市绿地系统规划（２００２—２０２０） （城市绿地规划建设目标） 中国北京 绿地 ４０—４５ ｍ２ ／ 人

公共绿地 １５—１８ ｍ２ ／ 人
上海市绿化市容“十三五”规划（城市绿地规划建设目标） 中国上海 公园绿地 １０ ｍ２ ／ 人

５　 结论和展望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广泛开展了城市绿地可达性的相关研究，为深入理解城市绿地与居民福祉的关系提

供了科学依据。 学者针对不同的研究需求，发展了行政或统计单元计算法、最小邻近距离法、服务区法和引力

模型法等多种绿地可达性估算方法，估算中所考虑的因素也更加全面。 绿地可达性对居民使用绿地以及居民

身体健康和心理福祉的正面影响已得到广泛证实，但大量研究发现绿地的空间分布在城市不同区域内存在较

大差异。 并且，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低社会经济水平的居民绿地可达性更低，这也带来了环境不公平的问题，
但这样的关系在其他地区并不成立。 绿地空间分布与居民社会经济特征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关系，其中原

因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为保证居民能够均等的享有绿地，各地学者、政府和组织设定了多种多样的绿地供给

最低标准，并结合人口信息，来评价绿地的供给与居民需求的关系，从而识别绿地供给不足的区域。 绿地可达

性相关研究已得到学界和决策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为该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

以下建议：
首先，未来研究需要对绿地特征进行更全面的量化。 目前对绿地的定量化表征多是基于绿地与居住区的

距离、绿地面积以及绿地 ＮＤＶＩ 进行的。 对绿地内部的生物多样性、景观组成和配置、设施水平、活动空间等

绿地内部特征的量化研究较少。 并且，多数研究只针对少数几个绿地进行实例研究，缺少系统性的研究。 因

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对绿地吸引力进行系统性的量化，探讨绿地的内部特征如何影响绿地与人类福祉

的关系。
其次，研究还应当更广泛地考虑不同的绿地类型对各方面人类福祉的影响，在不同区域开展多尺度研究。

一方面，目前已有研究中，关注公园对人类福祉的影响的较多，而对其他类型的绿地，如小型公共绿地、社区农

圃、住宅私有绿地开展的研究较少，有待进一步探讨。 另一方面，目前研究主要是探讨绿地对居民健康的影

响，而针对人类福祉的其他方面，如社会关系，社区安全感、恢复力［１００］等方面的研究还较少，亟待进一步的拓

展。 另外，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绿地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未来还需要在不同区域

和不同尺度上开展大量案例研究，探讨绿地与居民的距离，绿地景观组成和配置等因素如何影响居民的福祉，
同时在论证中明确表述绿地的类型、使用的指标、研究尺度和分析方法等以便进行综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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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有必要进一步开展时空动态研究，探讨绿地与居民福祉的动态关系。 目前相关研究多为单一时相

的横断面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收集绿地格局、居民的绿地使用情况及居民健康水平信息，分析绿地与居民福

祉的关系。 未来还需要更多基于多时相的绿地格局以及人群队列的纵向研究，探讨绿地的时空变化对居民使

用绿地以及居民健康的影响，分析绿地对居民锻炼习惯以及健康状况的长期影响。 同样，绿地可达性与居民

社会经济水平的关系也多是单一时相的研究，从空间分布上分析绿地分布的环境公平性，未来的研究应当将

城市发展过程、居民人口变化以及规划管理政策变化与绿地的时空格局结合，探讨形成绿地分布格局的社会

经济过程，为城市规划管理提出合理建议。
最后，我国在绿地可达性空间分布及绿地供给和需求评价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案例，但针对绿地如何影响

居民访问绿地的行为以及居民福祉开展的研究还较少，亟待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为提升居民福祉和城市可

持续性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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